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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创新是制造企业实施转型升级战略的重要方式之一。在额外行为

理论和环境资源观点基础上，分析了补贴政策对绿色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

建立了政府补贴、环境资源与绿色绩效的理论假设框架。基于 152 家制造企业

的样本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分析，研究表明政府补贴与绿色绩效是倒

U 型关系；环境导向、环境管理能力强化了政府补贴与绿色绩效之间的倒Ｕ型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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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topic of Chines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go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ased on 

additional behavior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esource-based view (NRBV),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ubsidy policy on green performance. This paper gives a 

empirical study by the data of 152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is an inverse U-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y and green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apacity 

intensify the inverse U-curv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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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制造企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了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

例如，持续不断的大气污染以及多次的水污染事件等都表明制造企业的生产、

排放已经严重地影响破坏了生态环境和民众的日常生活。单纯追求 GDP 从而导

致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发展模式势必难以为继。因此，2015 年 5 月发布的《中

国制造 2025 规划》中再次明确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战略，而绿色制造是推动制

造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之一。但是，绿色创新研发周期长、收益风险高的

特征，使得企业不愿意为绿色创新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而企业难以长期实施绿

色创新活动。目前，政府补贴是推动企业实施绿色创新的重要推动力。例如，

我国于 2007 年开始对环保装备制造企业进行补贴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从 2007

年开始，32 家上市环保装备制造企业每年总计可获得上亿元补贴。

但是，政府的高额补贴是否会促进企业的绿色转型一直存在争议，即补贴

政府补贴是否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绿色绩效，以及政府补贴的强度是否越高越好？

现有理论研究中，关于补贴对于绿色绩效的影响作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从激励效应视角对政府补贴进行了分析。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弥补

创新过程中的风险，刺激企业进行相应的创新投入，从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活动，最终提升绿色绩效。通过高新技术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李晋和邓峰

认为政府 R&D 投入对鼓励产品发明和提高新产品转化效益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1］。基于包括高端制造企业的新兴产业的 2007—2012 数据，曹建海和邓菁

认为临时性政府补贴模式对企业创新总产出有显著积极影响［2］。第二种观点

则从挤出效应视角对政府补贴进行了分析。由于寻租等原因导致政府创新补贴

效果不确定，企业会更多地依赖政府的投入，相应地减少自身的创新投入，从

而不利于绿色绩效的提升。例如，肖兴志和王伊攀认为补贴政策未能提升绿色

绩效［3］。

对于政府补贴与企业绿色绩效之间的关系论证，现有文献以及实践发现尚

未取得一致结论，存在巨大争议，依然是一个有待检验的问题。此外，无论激

励还是挤出视角，考虑政府补贴与绿色绩效时都只是单纯考虑了补贴而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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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的环境资源。实际上，面对同样的补贴政策，导致部分企业比另外一

些企业的绿色绩效较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企业之间的环境资源差异。例如，环

境导向和环境管理能力的差异性可能会影响补贴实施的效果。即企业环境资源

在政府补贴与绿色绩效之间的影响作用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因此，在中国绿色

转型背景下，需要整合额外行为视角、环境资源观点分析环境导向、环境管理

能力对政府补贴与绿色绩效的调节作用。

2  理论基础及假设

2.1  政府补贴对绿色绩效的影响作用

额外行为理论认为政府补贴不仅能够有效帮助企业解决研发资金缺口问题，

而且还会产生其他额外行为，包括，研发投入、行为以及企业产出三个方面［4］。

基于额外行为理论，本文认为政府补贴会从三个方面促进绿色创新：第一，政

府补贴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投入的风险，从而导致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投入。例如，

基于包括高端制造产业在内的战略新兴产业数据，郭晓丹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政

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对绿色创新投入更多的资源［5］，进而提升绿色绩效。同

时，基于西班牙企业的数据，Vieente 和 Isabel 的研究也证实了政府 R&D 补贴可

以导致企业额外的努力效应［6］。第二，补贴会鼓励企业进行新技术领域的探

索，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进而实现绿色绩效。中国情境下，政府补贴的获得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能够及时了解政府的相关政策，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关

系。因此，其他相关利益者认为，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有政府资源的支持，更

容易与其他企业建立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也就是说，获得政府补贴的企

业可以向潜在的合作者传递出有利信息，这不仅包括企业自身较强的创新能力，

同时也包括企业拥有着较好的创新项目。第三，补贴政策会提高企业的知识积

累和绿色创新能力。政府的补贴使得企业有额外的资金投入到知识管理和能力

提升。企业可以更多地获取或者创造绿色技术相关的知识，并更注重绿色技术

知识共享和应用，进而提高创新效率并实现绿色绩效。

但是，过度的政府补贴也使得企业在获取补贴前后产生额外的行为，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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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影响绿色绩效。一方面，企业会主动与当地政府官员建立联系，以此来确

保自己能够获得高额补贴，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高昂的寻租成本，

企业在获取补贴后会降低创新投入，以此弥补寻租成本带来的损失。这会对企

业创新投入产生挤出效应，进而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3］；也就是说，企业

为补贴产生的寻租成本越高，意味着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就越大。另一

方面，过高的补贴会使得企业将部分补贴用于偿还负债等其它非创新活动中，

这也会降低企业通过绿色绩效来提高竞争优势的动力。

因此，政府补贴能否激励绿色创新存在补贴强度的临界值，当补贴强度小

于临界值（难以满足绿色绩效所需的资金需求）或大于临界值（企业因高额寻

租成本降低绿色创新积极性）时，都难以有效地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因此，

政府对企业的补贴强度应在合理的临界值范围内。只有补贴强度介于合理范围，

政府补贴才能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形成良好的正向激励。

假设 1: 政府补贴与制造企业绿色绩效之间是倒 U 型关系；

Hart 认为基于资源的观点（Resource-based view，RBV）忽视了企业与自

然环境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拥有较高程度绿色资源的企业才有可

能创造持续的竞争优势［7］。未来企业的战略制定和竞争优势建立要建立在

可以促进企业持续发展的绿色资源和能力，这也是基于环境资源观点（Natural 

Resource-based view，NRBV）的核心。基于 NRBV 视角，企业内部的环境资源

是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绿色绩效的基础。而影响企业绿色绩效的环境

资源主要包括环境导向和环境管理能力等［7］。

2.2  环境导向的调节作用

环境导向指的是企业以同时实现绿色绩效和财务绩效的管理认知［8］。首

先，企业的环境导向越高，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的管理认知程度越高［9］。环境

创新对企业的资源投入以及政府的补贴力度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旦创新失

败，大规模的前期投入导致的补贴风险是非常高的，因此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

获得经济效益的提高。只有企业充分意识到环境创新的重要性，才会合理地使

用政府补贴来实施绿色创新，提升绿色绩效。其次，环境导向是一种建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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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政策、程序的过程，使得企业建立绿色的企业文化，体现在可持续发展信

息的报告以及对员工的环境培训。因此，环境导向高的企业更容易实现知识共享，

建立统一的环境保护价值观和伦理标准［10］。进而，企业高层以及员工更容

易做出共同倾向于补贴应用于绿色绩效提升的决策。

假设 2：环境导向调节政府补贴与绿色绩效之间的关系；

2.3  环境管理能力的调节作用

环境管理能力是在实现经济绩效的同时，企业还可以实现绿色绩效的能力

［11］。补贴资源必须通过合适的环境管理能力，进行有效地整合与配置，才

能帮助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由此，虽然那些政府补贴有助于绿色创新实现，但

是企业只有对其进行有效且恰当的整合、配置和应用，才能使其真正发挥出价值。

政府补贴是一种可以直接应用于绿色创新的要素。只有具备很强的环境管理能

力，企业才能合理地使用补贴。如果不具备环境管理能力，补贴资源就有可能

造成浪费，从而未能投入到绿色创新。鉴于此，环境管理能力在补贴政策到绿

色绩效的转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假设 3：环境管理能力调节政府补贴与绿色绩效之间的关系；

3  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3.1  样本选择及数据收集

为了检验理论模型以及相关假设，本文设计了对应的问卷并到企业收集问

卷。考虑到各省市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异性，本文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选

取了上海市、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和陕西省等五个省市作为制造企业的绿

色创新的调研对象。为了减少误解问卷问题以及填写不符合要求等不利因素，

调研没有采用邮件、邮寄或者分发的方式，而是调研小组亲自到企业为企业高

管解释问卷调研的背景和内容，请高管现场完成问卷。2017 年 6 月至 2017 年 2 月，

我们联系了 300 家企业，最终愿意接受调研的 185 家企业。由于高管不配合或

者高管遇到紧急工作等原因，我们未能从 33 家企业收集真实可靠的问卷。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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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家企业之后，我们将 152 家企业作为最终样本。152 家企业涵盖了能源、化工、

高端装备以及节能环保等制造企业。为了分析未回收误差对抽样有效性的影响

作用，采用 T 检验对回收样本和未回收样本的企业规模、成立时间以及所处的

发展阶段进行了对比［12］。T 检验的结果显示，两组样本在企业规模、成立时

间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这三个指标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未回收偏差不会

给问卷调研的有效性带来影响。

3.2  变量测量

3.2.1  政府补贴

为了避免透漏企业的补贴相关的具体信息，同时为了消除企业规模的影响

［3］［13］，采取近 3 年百分比的平均值来度量政府补贴，再将百分比转换为

Likert 量表数值，具体如下：20% 以下为 1，21%~40% 为 2，41%~60% 为 3，

61%~80% 为 4，80% 以上为 5。

补贴可能是企业绿色绩效的成因，但政府可能也会因为企业有好的绿色绩

效而给予补贴，这就无法判定［14］，到底是补贴促进了绿色创新、还是因为

有绿色创新企业才受到补贴。为此应借鉴牛乐泉和高璐使用的倾向得分匹配方

法，构建“反事实”来进行估 ( 受到补贴的企业如果不受补贴，绿色创新的概率

有多大 ) ，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验证内生性问题，后续可以收集相关数

据进行验证。

3.2.2  绿色绩效

研究根据 Zhu 和 Sarkis 的研究采用 5 个指标测量企业绿色绩效，包括降低

污染、能耗和提高顾客使用安全性等 5 个方面［15］［16］，包括：①产品更环保；

②产品生产过程更省资源；③产品生产过程污染更小；④产品对顾客更安全；

⑤产品更容易回收利用。

3.2.3  环境导向

研究根据 Chan 等的研究采用 4 个指标测量环境导向。包括：①企业使每个

员工都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②每个运作环节都有清晰的环境保护条款；

③环境保护得到了高层以及员工的支持；④环境保护是企业的核心文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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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环境管理能力

研究根据 Wong 等的研究采用 3 个指标测量环境管理能力。包括：①企业通

过 ISO 14000；②认证企业通过了政府的环境评估；③产品有生态环保认证［11］。

3.2.5  控制变量

以往研究表明不同年龄、规模和行业的企业在公司社会责任活动方面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研究将企业规模、年龄和发展阶段作为控制变量［17］［18］。

3.3  信度与效度检验

表 1 列出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系数和区别效度

Table 1  Correlations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因子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1. 补贴 3.685 0.702 N/A

2. 环境导向 3.456 0.775 0.208** 0.784
3. 环境管理能力 3.668 0.724 0.141* 0.154* 0.783

4. 绿色绩效 3.478 0.621 0.232** 0.434*** 0.359*** 0.738
5. 企业规模 2.632 1.457 0.016 0.051 0.059 0.128* N/A
6. 企业年龄 5.016 1.412 0.051 0.018 0.018 0.026 0.438*** N/A
7. 发展阶段 3.351 1.087 0.059 0.155* 0.042 0.089+ 0.204** 0.067 N/A

注 : + 表示在 0. 1 水平下显著 ; * 表示在 0. 05 水平下显著 ; ** 表示在 0. 01 水平下显著 ; 

*** 表示在 0. 001 水平下显著。N/A 表示不适合分析 ; 斜对角线上为 AVE 的开方值。

表 2 汇总了各个变量的测量指标、指标的因子载荷、信度和效度检验的结

果。首先，利用 α 系数对测量指标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环境导向、环境管理

能力和绿色绩效的 α 系数都大于 0.7，表明测量指标的可靠性达到要求。第二，

本文对指标的聚敛效度和区别效度进行了验证。如表 2 所示，基于 Fornell 和

Larcker 的研究标准，各个指标的因子载荷都大于 0.7，AVE 值都大于 0.5，因此

问卷的聚敛效度较好［19］。本文采用 AVE 开方值与相关系数比较的方法检验

了变量的区别效度。表 1 中对角线上表示 AVE 的开方值，该数值均大于所在行

和所在列的相关系数，说明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别效度。第三，为了降低数据

同源导致的共同方法误差（Common Method Bias, CMB），基于 Podsakoff 等的研

究［20］，本文在调研过程中让每个样本企业分别由两位高管填写问卷的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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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因变量，绿色绩效由高管 B 填写，政府补贴、环境导向和环境管理能力由

高管 A 填写。因此，共同方法误差不会给研究的可靠性带来负面影响。

表 2  变量度量指标与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2  Measurement items and validity assessment

变量 度量指标 因子载荷 信度、效度指标

环境导向

每个员工都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0.751
Alpha=0.841
AVE=0.615

每个运作环节都有清晰的环境保护条款 0.786
环境保护得到了高层以及员工的支持 0.794

环境保护是企业的核心文化 0.822

环境管理能力
企业通过 ISO 14000 0.782

Alpha=0.771
AVE=0.613

认证企业通过了政府的环境评估 0.868
产品有生态环保认证 0.835

绿色绩效

产品更环保 0.692

Alpha=0.786
AVE=0.545

产品生产过程更省资源 0.732
产品生产过程污染更小 0.673

产品对顾客更安全 0.749
产品更容易回收利用 0.835

3.4  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运用回归来检验研究中所提出的理论假设。采用逐步多元回归的步

骤，检验模型分为三个步骤。①模型 1，将所有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模型，以控制

上述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从而更好地研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②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放入自变量政府补贴及其二次项。③模型 3，在模型 2 的基础

上放入调节变量环境导向、环境管理能力，以及环境导向与补贴政策的一次、

二次交互项、环境管理能力与补贴政策的一次、二次交互项（见表 3 和表 4）。

表 3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结果 1 

Table 3  Regression Models 1

变量 假设
绿色绩效

Step 1 Step 2 Step 3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0.186* 0.132* 0.131**

企业年龄 -0.276** -0.259** -0.240**

发展阶段 0.128* 0.102* 0.088
预测变量

补贴 0.398*** 0.425***

Square（补贴） 假设 1 -0.378*** -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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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假设
绿色绩效

Step 1 Step 2 Step 3
环境导向 0.192**

环境管理能力 0.199**

补贴 × 环境导向 0.146**

Square（补贴）× 环境导向 假设 2 -0.520***

补贴 × 环境管理能力 0.206**

Square（补贴）× 环境管理能力 假设 3 -0.612***

R Square 0.178 0.359 0.424
△ R Square 0.118 0.247 0.239

F 值 3.279*** 3.399*** 4.010***

注 : * 表示在 0.05 水平下显著 ; ** 表示在 0.01 水平下显著 ; *** 表示在 0.001 水平下显著。

表 4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结果 2

Table 4  Regression Models 2

变量
     绿色绩效

t 值 p 值
Square（补贴） 10.612 0.000

环境导向 3.087 0.003
环境管理能力 2.854 0.005

Square（补贴）× 环境导向 9.786 0.000
Square（补贴）× 环境管理能力 11.523 0.000

4  研究讨论与管理启示

4.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首先，研究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制造企业绿色绩效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扩

展了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视角下政府补贴与制造企业绿色绩效的关系研究。

政府补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制造企业的绿色绩效，会使企业进一步加大研发

投入，提高创新效率，进而实现绿色绩效。但是过度的补贴政府会挤出企业

自身研发投入进而会阻碍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因此，政府补贴应该在适当

的区间，适度的补贴会促进企业的绿色绩效。针对制造企业的补贴政策，研

究验证了适度的政府补贴最有利于提升绿色绩效，扩展了以往政府补贴与绿

色绩效关系的研究。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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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研究分析了环境导向和环境管理能力的调节作用，扩展了对环境资

源观点（NRBV）的研究。不论是基于激励效应视角还是挤出效应视角的补贴政

策研究都假定企业是同质的，即不同企业的绿色资源是等同的。然而，制造企

业绿色转型背景下，面对同样的补贴政策，补贴政策实施效果往往取决于企业

的环境资源。以往研究对补贴政策情境下，环境导向和环境管理能力发挥作用

缺乏深入分析。本研究在引入并检验环境导向和环境管理能力的调节作用的基

础上发现，在环境导向和环境管理能力程度较高的情境下，政府补贴对绿色绩

效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取决于企业

的环境导向和环境管理能力。因此，通过整合分析企业外部补贴和内部的环境

资源对绿色绩效的共同作用，研究丰富和扩展了补贴政策、环境导向与环境管

理能力的研究。

4.2  管理启示

研究对绿色转型背景下如何通过政府补贴提升制造企业的绿色绩效有重要

意义。首先，本研究发现适度的补贴政策可以促进绿色绩效的提升，而高度的

补贴政策反而会有挤出效应。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补贴额度和名额，

而不是密集地投入，出现过度补贴、甚至是骗取补贴却导致绿色绩效不佳的情况。

其次，研究发现环境导向和环境管理能力会增强政府补贴对绿色绩效的促进作

用。政府寻找补贴对象的时候可以优先考虑较高程度的环境导向和环境管理能

力的企业。因此，除了尽快完善补贴标准，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机制来推动企

业环境导向和环境管理能力的提高。对企业而言，较高程度的环境导向和环境

管理能力是发挥政府补贴效果的基础，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会起到信号传递的效

果，使企业为政府补贴优先考虑的对象。

5  研究不足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需要在两方面进行改进。首先，补贴的测量采用了中央、地方政府

补贴占企业研发投入的比例，然后转换为 Likert 量表的 1-5 的方式，从而可能

会受到主观偏差的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收集客观的公开数据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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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验。其次，由于收集到数据的限制 , 未能分析补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应借鉴牛乐泉和高璐使用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反事实”来进行估 ( 受到

补贴的企业如果不受补贴，绿色绩效的概率有多大 ) ，这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第三，研究未能验证绿色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虽然制造企业承担着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但良好的财务绩效是企业正常运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因此，后续研究需要进一步分析绿色绩效是否会提升财务绩效，从而验

证补贴是否有利于制造企业实现环境和经济收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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